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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带领下，成都厕所卫生建设取得了瞩目成就。就职业群

体来看，成都的厕所从业人员完成了从底层雇工到企业职工再到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转变，生活待遇和社

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就厕所设施而言，现代化水厕和居室卫生间取代老旧旱厕成为市民如厕的常规配

置，厕所内外部卫生环境和硬件设施水平发生极大变化。就法规制度观之，全新的厕所建管模式日趋成

型，实现了从求量到求质、由粗泛到细致的演进。有关这一历程的梳理及其蕴藏经验的挖掘，对于今天进

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厕所革命”重要指示精神、继续推进成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

的现实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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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厕所，大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厕所革命”问题，强调厕所卫生建设“不是小事

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1]。厕所卫生建设的客

观实效，不仅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同

时更关系到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与社会文明的进步。在

推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国际门户枢

纽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的进程中，成都始终走在“厕所革

命”的前线。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伊始，成都就坚持

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积极探

索厕所卫生建设事业，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为今天成

都的环境卫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党带领人民治

蓉兴蓉的个案缩影，有关这一历程的回顾与探讨，无疑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职业

群体、厕所设施和制度法规三个维度，系统梳理和考察新

中国成立70年来成都厕所卫生建设的发展过程，提炼其

中的历史经验，为今天进一步改善成都城乡居民卫生环

境、继续推动成都的“厕所革命”以及乡村振兴工作提供

历史的借镜。

一、职业群体的演进：从基层粪夫到专职“所长”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成都市民多以马桶作厕，家庭

粪便的清运基本依靠粪夫这一特殊的职业群体。他们有

的受雇于市内粪商，帮助其收运粪便加以倒卖，有的则来

自成都市郊，通过向各街住户包佃或临时收买散粪供自

己使用。作为成都最早的一批厕所从业者，粪夫这一群

体的形成其来有自。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大幅增加，使日

常粪秽总量逐日加大，在公厕数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需

要人力专司运送和处理粪便。另一方面，旧时农业生产

高度依赖人之粪尿作为肥料，成都农民普遍视“粪秽如金

钱”，使得专门收集市内粪秽用以交易成为一桩大有利可

图的买卖。正因如此，以粪夫为业者最低可解基本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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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要，幸运者亦可由此获利。但是，由于作业环境恶劣

且缺乏保护措施，粪夫中多有感染疾病或中毒者，而且社

会地位极其低下。早在1947年发行的成都《民友》杂志

中就曾形容道，“粪夫所业，在俗眼看来，是极卑贱，极肮

脏”[2]。1952年成都市人民政府组织工人座谈时，仍有

老粪夫编出顺口溜哭诉过去的悲惨遭遇：“长年住粪坑，

粪夫疾病生。医病无分文，惨死在粪坑”[3]86。由此可见

粪夫职业的辛酸。

成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人民政府将粪便肥

料划为生产资料，加强了对粪便清运及其流向的管理。

随着公私合营事业的铺开，基层粪夫逐步被吸纳为肥料

公司全民所有制职工。截至1952年底，由粪夫转变为

粪肥职工者达二百余人。[4]77与此同时，肥料公司还通过

“以工代赈”的方式招收百余名公厕卫生管理员，协同清

洁部门负责街道厕所的保洁工作。经过不断改组和发

展，成都出现了一支由专业清运队和公厕管理员共同组

成的厕所从业群体。相较过去粪夫行业的松散和凄苦，

公私合营后的厕所从业群体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

组织更加严密，工作内容相对固定。在清洁管理所①的统

筹管理下，他们既包揽了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公厕的

清洁工作，还要负责收运街道和居民院落的零散粪便。

二是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得到极大改善。从20世纪50
年代末开始，清管所职工月收入平均保持在40-50元，

公厕管理员则按负责的公厕数量发以大米（后改为现

金）。他们中表现优异的，还有机会被选为劳动模范加以

表彰。有获奖职工就曾感慨，“人民政府这样关心我们，

过去我们做的真不够，此后我们一定要做好卫生工作，保

障我们的健康”[5]。可以说，厕所从业群体在社会主义改

造阶段的转型，不仅促成了这一职业群体身份的转换，同

时为成都的厕所卫生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力依托。

尽管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中期，成都的

厕所从业群体曾一度受到社会氛围影响而疏于日常工作
②，但总体上看，他们仍是全市厕所卫生建设的主力。改

革开放以后，市清管所改制为环境卫生管理处，原清运队

和公厕管理员编入环卫工人队伍。由于定人、定量、定级

管理制度的实施，相关从业人员数量逐年递增。特别是

1990年成都开展创建卫生城市活动后，市内各级环卫部

门正式职工增至约3700人。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有

2065人，集体所有制职工有1627人，共占城区常驻人

口的0.25%。[6]79此外，每年环卫部门还对外招聘临时

工数百人，协助街道厕所的保洁卫生工作。伴随市民居

住条件的改善以及水冲式厕所的普及，城区家庭粪便不

再由清运队负责收运，改由居室卫生间或街道公厕直接

排入化粪池。郊县及农村地区也因化肥的普遍使用，其

粪便改由当地环卫部门进行有偿除运。在这种情况下，

成都厕所从业群体的功能进一步单一化，逐渐向专职的

城区公厕维护群体嬗变。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

始，成都城区的厕所从业群体多由公厕管理员和保洁员

为主，公厕也基本形成一人管理一厕或多人管理一厕的

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响应党和国家关于实施“厕所革

命”的号召，成都市政府积极探索城市公厕的职业化和市

场化管理，率先在全国试点“以商建厕、以商养厕、以商管

厕”的创新模式。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锦江区、成华区

先后将辖区内的280多座城市公厕集中打包，通过招投

标的方式将管理权下放。在职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

模式下，成都的厕所从业群体中出现了过去没有的全新

身份——“厕所职业经理人”。这群被民间谑称为“所长”

的厕所从业者，其工作内容和范围较过去更加广泛。以

成华区为例，在该区下辖的8个片区共108所公厕中，每

个片区均配有1名专职“所长”，每座公厕配备2名保洁人

员。“所长”每天要监督保洁人员完成天花板、蹲位、牛皮

癣、消毒等23项保洁流程，区域扩展到周边10米的公共

区域。为保证保洁标准化的有效实施，他们还要面对政

府工作人员的到场巡查和定期考核。“所长”实行聘任制，

任期为3年。公厕保洁情况及设施维护情况考核连续不

达标者，将予以解聘。环卫所还将依据市城管局每月的

公厕考核排名、是否被媒体曝光等标准，对多次处于末位

或被媒体曝光2次以上的“所长”进行淘汰。[7]厕所从业

群体的转型与成都厕所卫生建设的发展相伴相生，而“厕

所职业经理人”的出现，标志着成都厕所卫生建设事业已

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二、厕所设施的改良：从旱厕到“五星级公厕”

成都解放时，市内共遗留民国时期的大小公厕六百

余座。这些公厕全为旱式厕所，且“因建筑不善，兼一般

市民不到厕内即开始溺便，以致亚摩利亚气四溢”[8]，给

成都的城市卫生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1950年3月，在

人民政府的组织下，群众积极参与市内公厕的修补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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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主动投撒石灰进行消毒。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兴

起后，市卫生局统一整治街道和机关单位公厕1623座，

改善家庭小厕2342座，取缔封闭厕所453座，在城区新

建公厕7座、家庭小厕109座，增开男女厕所75座，并在

全市5560座厕所中杀蛆14610次，杀蛆量达4.708
吨。[9]据《成都市志》记载，这批新建厕所大多位于炮场

坝街南口、锦华馆街附近，建筑面积一般在70-90平米，

蹲位成放射状排列，地面和粪坑用砖或三合土垫铺。每

座公厕造价约旧人民币4千万元，其中望江公园内公厕

修建和改造首次使用水泥替代三合土。[10]65此后，居民

院落、各单位厕所的粪坑也开始少量使用水泥。20世纪

50年代爱国卫生运动中对厕所的整治，极大改善了新中

国成立后成都市民的如厕条件以及卫生环境。

20世纪60年代以后，成都城区开始大规模改建无

害化旱式街道公厕。其中，仅1960年一年时间，就改修

二连式厕所23座，梭槽式厕所36座，漏斗形厕所3座。

此外，市卫生局还在郊县推广密封斗式厕所，即以各粪池

的隔墙为屏，在旧粪坑的基础上改建成一坑三池的方斗

形无害化厕所。截至1979年，成都全市共翻新改建街

道公厕119座。同年统计，市内街道公厕已达551座，共

有男女蹲位6209个。[11]65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

到70年代末，成都的公厕设施质量仍然较为落后，这主

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男女蹲位的配比上看，男多

女少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这给妇女同志如厕带来了诸

多不便。二是从厕所类型上看，新建和改建的公厕仍以

旱厕居多。城区内除各单位修建楼房配套修有水冲式厕

所外，街道公厕几乎全是旱式厕所。加之受当时特殊的

社会氛围影响，厕所从业群体消极怠工者众多，导致厕所

粪便积压、蝇蛆繁殖，如厕环境日趋恶劣。尽管1973到
1975年间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一再发布整顿城市粪便管

理的通告，督促厕所的清洁卫生工作，但实际成效不佳，

并未彻底改变成都厕所设施落后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水冲式厕

所开始逐步取代旱厕普及开来。1983年3月，成都市政

府颁布施行《成都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暂行办法》，对市

内公厕的新建、改建和拆迁做出了详细规定，强调对公厕

设施进行改良和更新。此后，水厕在机关、部队、学校、工

厂等单位和公园等公共场所随新建筑物而普遍采用。至

1990年底，城区水冲式厕所增至5538座，其中街道水

冲式公厕建成213座，其中包括三格化粪池式公厕141
座，沼气化粪池式公厕72座。[12]67相较旱厕而言，这些

水厕造价更高，一般每平方米600至800元不等，普遍采

用磨石地面，并以瓷砖作为墙面和尿槽，厕内设自动水

箱，每20分钟自动冲洗一次，并保持粪尿槽内有一厘米

深积水，粪便经三格化粪池直接排入下水管网。此外，有

的厕内还设洗手池、挂衣钩、整容镜等，如厕环境得到大

幅改善。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城区改造的不断推

动，市民居住条件随之提升，部分街道、居民院落以及工

厂宿舍区等公共场所残存的旧式旱厕全部改建为水冲式

厕所。除极少数家庭仍以痰盂代厕，绝大多数家庭中均

已配置居室卫生间。

近年来，成都市政府明确提出“布局科学、数量达标、

管理规范、服务优质、群众满意”的目标，着力提升公厕规

划建设的管理服务水平，持续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

短板。仅2017、2018两年时间，成都就新建公厕530
座，改造投用旧厕900座。在“厕所革命”中，成都重点突

出了厕所设施的人性化改造，不仅大幅提高了女性厕位

比例，增设了第三卫生间、无障碍设施以及母婴设施和儿

童便器等，同时在改造过程中因地制宜地提升了公厕通

风、采光和除臭条件，美化了公厕内外环境。全市1878
座环卫公厕均提供便民服务，厕所信息通过成都地理信

息公共平台、成都城管APP向公众发布。[13]值得一提的

是，部分公厕由于装修条件较好、环境舒适，并配备有干

手器、沙发、冰箱、饮水机等设备，在民间享有“五星级公

厕”的美誉。厕所设施的改良是一项民生难点，体现着文

明进步的尺度。从旱厕到“五星级公厕”的发展历程，反

映了党和国家对于民生事业以及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

需要的高度重视。

三、法规制度的完善：从粗泛到细致

成都解放后，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厕所卫生建设事业，

并参照革命根据地以及其他较早解放城市开展群众卫生

工作的经验，在成都先后建立了各级专司机构。1950年
2月，成都市临时卫生委员会挂牌成立，4月又新设成都

市卫生局，其职责之一即是领导全市的粪便除运以及公

厕管理工作。同年6月，市卫生局相继公布《成都市厕所、

粪坑管理暂行办法》《成都市清洁管理暂行办法》等重要

办法，一方面保留了旧清洁规定中的合理部分，另一方面

把群众维护清洁卫生的优良经验以法规形式加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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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把厕所的日常清洁工作与爱国的社会义务联系起

来，促进清洁卫生工作和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1953年
开始，在市政府的领导下，肥料公司还对下辖街道公厕制

定了定时、定额的管理制度，规定厕所必须由专人负责打

扫，同时做到按时除运、按时保洁，并展开每周一次的检

查和记录。1958年8月，市人民委员会在1950年暂行

办法的基础上，修订发布《成都市粪便垃圾管理暂行办

法》，进一步明确了全市粪便、厕所的管理要求。此后，市

清管所、市爱委会、市除七害突击运动指挥部等部门也都

相继制定了城区厕所的清洁规则。[14]通过一系列法规制

度的规范，成都厕所卫生建设稳步推进，城市的厕所卫生

环境较解放前焕然一新。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如表1所示，

成都厕所卫生建设的相关法规层出不穷。然而，在具体

细节上，诸如厕所卫生建设的主管部门及其责任、厕所环

境的验收标准和监管维护、厕所管理的规范化运转、厕所

保洁的奖惩制度等方面，这些法规内容仍然相对粗泛，偏

于强调从“量”上定性厕所卫生建设的成效。在这种情况

下，每日除运的粪量有多少、杀蛆次数多少次、改建的厕

所有几座、清理的垃圾有几何，成为这段时期相关制度法

规的主要限制条文。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囿于当时成都的经济条件，厕所清洁工作与经济发

展特别是农业生产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譬如

1963年市卫生局再次修订的《粪便垃圾管理暂行办法》、

1965年市爱委会、市卫生局联合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加

强城市粪便管理工作的几点意见》、1966年市卫生局发

出的《关于整顿城市粪便管理工作的几项决定的通知》等，

都突出了厕所粪秽对于支农用肥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客观环境下，人民政府主要依托群众

运动的方式推进厕所卫生建设。无论是1952-1959年
间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还是“大跃进”以后的数次除害

运动，无一不是通过发动群众在全社会推广相关活动的。

这固然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作用，却也难免

带来盲目求进、相关部门职能界限不清的局限。（见表1）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都市政府转以“质”的改善

替代“量”的累积，相关制度法规日臻完善。从1981年开

始，《成都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暂行办法》《成都市市容和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成都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实施细

则》等先后出台，通过以法治脏、执法督脏、标本兼治，综

合解决成都的厕所卫生问题。相较过去而言，改革开放

以后成都厕所卫生建设的相关制度法规更加细致，不仅

明确了厕所卫生建设的主管部门，界定了各级职能部门

的责任权限，同时对于城区街道公厕的定人、定量、定级

管理制度以及保洁质量的“七无七净”标准做出了合理规

划，探索了公厕保洁、使用的有偿服务制度。这一方面得

益于成都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使粪肥在农业中的作用

日渐式微，而粪秽处理技术的不断进步也促使厕所卫生

建设方式日益多元。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的重心从

群众运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成都市政府在领导厕所

卫生事业的过程中，改以法规制度等长效机制建设取代

一般性的群众动员，以利于建设效果的稳定持久。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动“厕所革命”的进程中，成都

厕所卫生建设的相关制度法规进一步细化，逐步朝向市

场型、服务型的方向发展。2017年底，成都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正式印发《成都市城乡“厕所革命”实施方案》，其

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成都市公厕管理实施办法》等法

规的修订工作，并从科学规划布局、强化建设改造、加强

管理服务、建设智慧公厕、创新建管模式等方面对新时代

成都的厕所卫生建设做出了制度安排，强调探索构建方

式灵活、运转高效的多元供给体系和厕所建管长效机

制。正如成都市长罗强指出的，“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关

表1 成都20世纪50-70年代厕所卫生建设主要法规
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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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大文明，要切实增强推进‘厕所革命’的坚定性和自觉

性，攻坚克难、狠抓落实，以‘厕所革命’为起点，全面提升

公共服务水平，一件接着一件抓，一年接着一年干，积小

胜为大胜，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5]。

成都厕所卫生建设制度法规的不断完善，不仅为成都的

厕所卫生事业提供了坚强保障，同时落足于人民群众的

现实要求，体现了党和国家推动厕所卫生建设的价值依

归。

四、小事中的大情怀：70年来成都厕所卫生建设的

经验启示

民生存在于每一件小事，千万人的小事就是一件大

事。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成都人民治蓉

兴蓉的过程中，在厕所卫生建设这一攸关市井民生的重

要事业上取得了瞩目成就。就职业群体来看，成都的厕

所从业人员完成了从底层雇工到企业职工再到职业经理

人的身份转变，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确保

了厕所卫生建设事业的稳步推进。就厕所设施而言，现

代化水厕和居室卫生间取代老旧旱厕成为市民如厕的常

规配置，厕所内外部卫生环境和硬件设施水平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针对老弱妇孺、残障人士和第三性别者的

人性化厕所也相继出现。就法规制度观之，全新的厕所

建管制度日趋成型，实现了从求量到求质、由粗泛到细致

的演进，为成都厕所卫生建设事业提供了坚实保障。如

今回望这段岁月，其中的历史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厕所革命”重要指示精神、继续推进成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其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开展厕所卫生建设的根

本旨归。“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如厕事微，却关乎

日常生活的体面与尊严；厕所虽小，却能真实体现城市居

民的生活质量。新中国成立以来，成都市政府始终坚持

从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出发，经过一系列艰苦探索和建

设，补齐了厕所卫生这一影响市民生活品质的短板。无

论是从业群体的身份改造，还是设施环境的日益改良，或

是配套法规制度的不断完善，都体现了人民政府以人民

为中心、致力改善民生的执政理念，不仅赢得了市民的一

致好评，同时极大提升了人民群众在如厕这一小事上的

获得感、幸福感、舒适感。实际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

直强调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16]。解决好每一个攸关人民日常生活的点滴问题，切

实提升每一个人的生活品质，有效改善不平衡不充分的

现实情况，就是在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就

是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成

都的厕所卫生建设以及今天轰轰烈烈的“厕所革命”，意

义都正在于此。

其二，厕所卫生建设要注重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但

要避免完全仰止于群众运动。毛泽东早就指出，“我们共

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

合”[17]。从70年来成都开展厕所卫生建设的历程来看，

党和人民政府充分贯彻了以群众为主体的原则，让市民

不仅成为厕所卫生建设的受益者，更促其化身为这一活

动的主要参与者。通过发动群众的方式，一方面极大激

活了群众中蕴藏的无穷力量和智慧，加速了厕所卫生建

设的实绩，另一方面切实提升了群众认识，使建设效果得

以在群众的自我约束中长久保持。可以说，依靠群众而

又善于领导组织群众，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成都厕所卫

生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关键。但必须指出的是，群众运

动固然有助于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因其本身的特殊

性质，不能将之视作唯一的路径依赖。譬如20世纪50
年代的历次爱国卫生运动中，就曾一度由于盲目求进、追

求运动的气势和速度，使成都的厕所卫生建设因为脱离

实际而带来一系列负面问题。直到今天，这仍是一条值

得记取的经验教训。

其三，创新运营管理对于推动厕所卫生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结合成都的客观条

件，大胆尝试管理模式创新，使厕所卫生建设在稳步推进

的同时，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譬如在全国首

创厕所“职业经理人”制度，依托人性化管理和现代科技

推进星级公厕落地，率先引入“以商建厕、以商养厕、以商

管厕”的全新建管模式等，都体现了改革创新精神。习近

平总书记曾指出，“要立足新的实际，不断从内容、形式、

载体、方法、手段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创新，善于以新的经

验指导新的实践”[18]。实际上，这对于新时期的厕所卫生

建设尤为重要。一方面要积极开动脑筋，不断创新管理，

在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的双重拉动下，推动厕所建设和

管理的长效化、常态化管理，实现了厕所管理责任到位、

免费使用、干净卫生等日常养护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

通过大力推广信息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在厕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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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运用，推动厕所建设和管理，实现“小厕所的高科

技”。通过探索建管结合、创新运营厕所管理方式，使新

时期的厕所卫生建设逐步形成强大的纵深发展动力，这

对提升厕所数量和质量，推动“厕所革命”从阶段性集中

推进顺利转入持久性、常规性建设运营轨道具有深远意

义。

当然，也必须认识到，厕所卫生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与其他各项环境卫生建设具有极强的关联性

和耦合性。如果将视野跳脱“卫生间”及其周边的有限事

象，将厕所卫生建设与更为繁杂的水资源利用、废水回收

处理、社会公共性缺失等问题联系起来，目前的厕所卫生

建设仍然存在诸多值得改善的地方。有学者就指出，“无

论中国的厕所文明已经和将要发展到怎样的高度，它也

无法避免地具有脆弱性，这是因为支撑着现代厕所文明

的基础设施，亦即复杂的城市上下水道体系，原本就始终

是脆弱的”[19]。立足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还需要在充分汲

取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宝贵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深入

推进厕所卫生建设，打赢新时代“厕所革命”这场硬仗。

这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务实之举的战略需要，同样

也是中华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作为关乎民生福祉的重

要事业，厕所卫生建设还有一段漫长之路要走，仍需吾辈

继续上下求索。

注释：

①成都清洁管理所简称“清管所”，成立于1958年6

月，由原肥料厂杂肥管理科与市卫生局清洁大队合并而

成。

②这一时期，由于受到特殊社会氛围影响，部分工人

消极怠工，导致公厕粪便不能及时除尽。个别工人甚至

出现不守规定、违规除粪的现象，致使除粪工具疏于清

理、粪桶沿街洒漏，影响了成都的市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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